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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制度根源与其导致的制度变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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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使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典型极权制最终演变成了分权式极

权制。典型极权制是由列宁初创、斯大林完善而最终确立的，是斯大林式的政治

经济制度。大量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清楚证实，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极权

制度都源于对苏俄制度的模仿。二次大战后，在所有苏联红军占领的中东欧国家，

也都建立了这样的极权制。中国共产党自初建就是在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

的直接指导和各种支持下，一步一步，从党到军、到政、再到经，建立、组织、

发展起来的。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在经过党军政经全面复制苏联模式的巨大努

力下，在苏联的全面指导、帮助下，中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典型极权制。 

其后经历大跃进运动和文革，典型极权制被分权式极权制（全称为向地方分

权式的极权主义制）取而代之。所谓分权式极权制，在政治和权力结构方面表现

为领袖个人的极端的集权；在经济和行政操作方面，则表现为向地方极大规模地

分权。这种制度大幅削弱了中央及各级官僚机构的力量，把典型极权制中尚存的

最低限度的党内制衡也几乎清除殆尽。这使得领袖掌控更大更完整的个人权力。

在中央及各级官僚机构被大幅度削弱，市场被全面关闭，中央计划无法操作的条

件下，这个制度中的经济和行政安排只能依赖自给自足，能够自我调控，具有相

当自主权的基层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的集权与行政、经济的向地方分权，

这两者之间是互为条件，相互支撑，高度互补的关系。  

 

典型极权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认识极权制是认识文革的基础。极权制一定是一党制，但一党制不一定是极

权制（世界上多数一党统治的国家都不是极权制，而是威权制）。政治学文献里，

把极权制总结为以下五个基本特点。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都共同具有这些

特点。第一，党完全垄断国家，完全垄断政府。换言之，党和政府的官僚体系紧

密地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第二，党对国家武装力量的绝对控制。武装力量包

括警察和军队，以及所有其他武装力量。以此为基础，典型极权制的国家用警察

来控制社会。 

第三，在经济方面，党对经济全面地垄断性的控制。全面垄断性的控制分成

两大类，第一类是苏联的方式，即全面的企业国有制以及在党的完全控制下的农

业的集体所有制。由于党和政府不分，所有的企业既是国（集体）有的，也是党

有的。第二类是纳粹和法西斯的方式，即党主要通过控制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

而不一定是产权，全面控制经济。  

第四，党全面地、绝对地、排他性地控制意识形态。这一点是极权制和非极

权制之间非常突出的基本差别。所有极权主义政党都有很强硬的，绝对排他性的，

处于垄断地位的意识形态。垄断地位不仅意味着党控制所有的大众传媒，包括电

视、广播、报纸、杂志和其他一切出版物，而且意味着党对意识形态的内容有绝

对的排他性的解释权。比如，党有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容质

疑的解释。任何与党不同的对意识形态的解释，都不能容忍，要受到党的严惩，

例如被冠以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足以致命的罪名。对意识

形态的垄断意味着禁止辩论，意味着用暴力压制不同意见。党对意识形态的垄断，

是党制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工具和条件。事实上，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既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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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革命重要的起因，也是其重要的结果。 

极权制的第五个特征是党全面控制社会的所有组织，包括所有非政府组织

（NGO），所有宗教组织，非宗教组织。这种控制深入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

活。城市中每一个街道都有街道委员会，街道委员会的核心是党组织。农村每个

村必须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每一个工厂的每一个车间都有党的组织，每一个人

民公社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组织。不允许全社会里，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党

的组织。所有的党组织的首长都是自上而下任命的。党用这个办法来保证对社会

中所有人的所有活动的控制。这是极权主义最基本的特点。 

虽然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由超人的领袖领导

的，自上而下组织的，贯穿全社会、统治全社会的官僚组织，但是如何来具体的

组织和运转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在这些方面，典型极权制与分权式极权制有着基

本差别。在典极权制下，党-政官僚体制的核心是按照专业化的原则组织。在分

权式极权制下，党-政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地方政治、经济。  

 

文革前：典型极权制在中国全面建立 

极权主义制度既不是中国传统制度，也不是在中国纯自发产生的制度。因此

它不是传统的“中国特色”。典型极权制在中国全面建立始于 1949 年。全面倒向

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方面学习苏共，逐渐彻底地控制了中国的所有组织，

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建立极权制的第一步是控制所有的政党。中国

共产党 1949 年召开的政协会议，发表的中共和参会的民主党的共同纲领表明，

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其不久前对所有向民主党派做出的，关于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

政权的正式许诺。尽管如此，这些民主党派仍暂时被允许独立存在。但在不久之

后的反右运动中，所有坚持政党原则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骨干人物都被打成了右

派。任何一个重提“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人，无论是民主党派人士，是

共产党干部，还是知识分子，都被打成右派。通过反右运动，“多党制”已经被

正式禁止。这些“民主党”已经不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渐

地全面控制了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其中包括所有的学校、科研机构、医院和其他

非盈利组织、宗教机构等。不经过共产党批准建立任何组织为非法，甚至被打成

反革命集团。  

第二，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了政府的所有部门，包括行政、军事、司法。 

第三，通过国有化和集体化，全面改变了经济的所有制，以此控制整个国民

经济和社会。但有一个特例，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按照 1954 年宪法，民

族资产阶级仍然被允许存在，即一部分的企业仍然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

但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这些企业的产权。更重要的是，

即使在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控制的企业中，也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控制，包括在这些

企业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由此，在中国建立起了典型极权制。党对整个社会形成全面的控制，包括政

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方方面面。“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是 1940

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多党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用来描述国民党的词。

但这是对典型极权制更准确地描述。  

建立、巩固、发展如此全面和严密控制的制度，必须依赖超强的激励机制。

其中既包括对其积极参与者的强烈的诱惑，也包括让所有可能的怀疑者、挑战者

和反对者感受到巨大的恐惧。最大的诱惑是把个人对党和领袖的忠诚与其升迁紧

密挂钩。而恐惧则针对这个制度中的所有人的可能的不忠诚行为。任何人，无论



其政治社会地位，对这个主义、这个党、这个领袖，持有任何不同的看法，哪怕

表达的是技术细节上的“不同政见”（例如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反对苏式高等

教育大纲等），就可能沦为反党、反革命份子。而这个“罪行”将受到极其严重

的惩罚，甚至极刑。这种激励机制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在苏联帮助下建立并

成熟。现在，这种党内制度被扩大到了全社会。 

在中国建立典型极权制的过程中，苏联的援助起了巨大的基础性的作用。除

政治文化等因素外，世界上的极权制总是与现代工业化的基础密切相关的。最初

产生极权制的苏俄、德、意，都是比中国发达得多的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均 GDP

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1/20，大部分的中国人生活在近乎原始状态，汲汲于生存。

如此落后的经济水平难以支撑典型极权制。从近乎原始的经济水平到在短短几年

时间建立起现代极权制度，苏联的政治军事经济援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十年代苏联对华的 156 个重大援助项目，使得中国在短期内快速形成了自

己的工业化经济体系。但比物质技术援助更重要的是，除了大批技术和设备进入

中国，中共还邀请了大批各个领域的苏联专家，试图系统地从制度上把中国改造

成苏联。来自政府、法律、经济、管理、科学、工程等领域的苏联专家，指导甚

至直接介入中国制度的建立，并深刻影响中央所有领域的各部门和重要的经济领

域。 

所有极权制都高度注重培养忠诚的专门人才。中国的高等级教育也按照苏联

极权制度的方式，改造重组。苏联专家们在指导原则上，在制度上，甚至直接在

人事上，决定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如以苏联模式推进的全国院系调整）和科研

制度（如以苏联模式改造中国科学院）。以清华大学的改造为例。改造前的老清

华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基本上教授治校（国内其他顶尖大学与此相似），是一

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涵盖人文、社科、科学、工程、医学、法律等所有领域。

多数教授都是从美国、西欧留学回来的，在很多领域都培养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栋梁之材，在一些领域的水平甚至超过当时与西方隔绝的苏联。但自从 1952 年

执行“以苏联为师”的院系调整以后，大学不再有自主权，教授不再治校。学校

越来越走到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反面。按照自上而下的苏式计划，不仅人文社科

被全部裁免，即便在理工方面，也把基本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和数

学都从清华裁减出去。原本综合性的清华大学被肢解成为一个工程学校，变成了

狭窄的“工程师的摇篮”。 

在反右运动中，所有寻求恢复教授治校，或对全盘苏化治学持不同见解的教

授们，全部被打成右派。大批清华最优秀的教授被打成右派（全校共有 571 名教

师被打成右派）。反右巩固了统治清华大学的极权制度。从此，不仅清华，不仅

大学，所有学校都要培养“党的驯服工具”（刘少奇语），都要把尽量多的人改造

成革命的“螺丝钉”（雷锋语）。而如此培养的原子化的群众正是之后的文革的基

础。最可悲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靠打击教授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清华校党委

领导，在文革中被清华“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打倒，成为全国最早被打倒的“统

治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一。把清华大学作为一面镜子，在这面镜

子里反映的更大图像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所为和下场与清华校党委领导何其相

似。这种相似不是偶然，而是同一制度所然。  

 

文革与分权式极权制 

 



文化大革命从政治、经济制度上破坏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一种极权主义

制度，代之以分权式极权制。实际上，这个破坏和取代始于 1958 年发动的大跃

进-人民公社。那是建立了典型极权制后的第一次系统性的重大体制变化。它是

文化革命的前奏，是破坏典型极权制建立分权式极权制的第一步。  

大跃进集中于削弱典型极权制中央各部的行政和经济权力，同时在行政和经

济方面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将中央直接控制的大部分企业转移到地方。经过一年

大跃进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就从 1958 年的约 80%降到

了 1959 年的 25%。由此，在中央严格控制政治和人事的条件下，建立起在行政

和经济上相当自治和相对自给自足的地方基层。在这种中央-地方制度中，所谓

的中央计划被基本破坏。此后，除了几百个非常粗旷的全国性指标外，本质上并

不存在可以操作的，中央对经济的具体的计划。所谓的“中央计划”是以地方计

划为基础，由上层政府协调补充的官僚制度。相比之下，在典型极权制的、基本

消灭了市场经济的苏联，中央直接计划和控制大约 120 万个具体的计划指标。这

些指标之间涉及极其复杂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位高权重的领袖，也必

须依赖大量握有实权的技术官僚。因此，中央计划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经

济制度。其组织形式有重要的政治含义。斯大林虽然从上到下肃清了数以百万计

的政敌，在消灭了所有政治制衡的典型极权制里，至少在技术层面上，他对国家

的控制仍然要依赖技术官僚，仍然要受到中央官僚机构的限制。 

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实质是铲除中央计划，增强地方力量，以削弱中央官僚。

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在模仿中国帝制的统治制度。毛泽东在 1958 年的北戴河会

议上，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中秦始皇指的就是帝制传统（而所谓马克思则

指从苏联批发来的典型极权主义制度）。大跃进同时消灭市场经济（反资本主义）

和破坏计划经济，最终以空前的大饥荒灾难而告终结。救灾时期的所谓“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以及之后以“四清”方式展开的阶级斗争，都是为了巩固

大跃进建立的制度，有些更务实，有些更激进。  

在破坏了中央计划的制度中，领袖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变得更强大。党由领袖

自己的派别统治。不在领袖的派别中的其他党员，轻则受排斥，重则变成反党集

团，属于被整肃被打倒的对象。党把整个社会对领袖的忠诚度推进到无以复加的

地步。领袖变成了神。领袖成了“大救星”，成了“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这与马克思主义反对存在救世主的基本立场正好相反。原本相对抽

象的党的意识形态，其内涵变得越来越窄。党的主义由领袖的路线来定义。对主

义的其他解释变成反党路线。这说明，在极权制建立后，极权主义的基本成分—

—意识形态并不总有实质含义，其中许多内容是为专制权力服务的。群众对领袖

的迷信的重要性超过意识形态。而高度的这种迷信正是文革重要的基础之一。 

与大跃进运动相比，文革是以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方式（如文革时期最常引

用的毛的语言所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

动。”），从制度上彻底破坏典型极权制的“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文革最终铲除

了典型极权制的残余，清除了政治反对势力，建立了完整彻底的分权式极权制。 

文革系统性地破坏党政官僚机构，尤其是最上层的官僚机构，这个观点在研

究文革的文献里受到相当充分的重视。但是，在消灭了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为

一个可以操作的制度，向地方放权是与削弱中央权力互补的，不可或缺的一面。

除了行政和经济的操作方面的重要性，从政治制度层面，架空中央各部门权力，

向地方放实权，是巩固领袖个人权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因为，在个人迷信盛行的

条件下，同地方政府的权力相比，领袖的权力是绝对的。而任何有实权的中央部



门，都是潜在的挑战领袖政治权力的对手。所以，通过分权式极权制，从制度上

极大地削弱和架空中央各部门，从而在制度上保证领袖的权力是无法挑战的。 

1969 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和 1975 年通过的宪法正式以党、政基本法的形

式确立了分权式极权制。在分权式极权制中，官僚机构大幅度扁平化。除直接与

领袖相关的权力圈子外，中央官僚机构所剩无几。在分权式极权制得到巩固的

1975 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不到 12%。没有人，没有机构，

在任何方面拥有权力和资源能够挑战领袖。地方基层由无限忠于领袖的革命者掌

权。在理想状态下，领袖通过“思想”、“口号”，无需过问技术细节，几乎可以

直接领导无限忠于他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基层。 

值得深思的是，文革留下的制度遗产分权式极权制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

结束。历经几十年的改革，在这个制度遗产基础上，中国的制度演变为分权式维

权制（相关分析有待下文）。它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 30 多年来改革

开放的路径和性质，但时至今日我们对此还缺乏共识。一些造成文革的制度条件

仍然遗留在当今的制度中。类似于文革的这样的悲剧会不会重演。对这个问题的

答案取决于今后的制度改革。 

本文 2016 年 10 月 24 日发表于 FT 中文网 


